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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依循奈特有关不确定性和权威的思想,为内生权威

问题提供了一个正式的模型。 我们证明:团队成员间的风险态度差别

越大,该团队就越可能形成等级制结构,其成员中的风险偏好者成为

领导者,风险规避者成为追随者。 团队成员间认知水平差别越大,该
团队越可能形成等级制结构,其中认知水平高的成员成为领导者,认
知水平低的成为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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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们所知的人性而言,要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行为担保一个确定的结

果,同时又不赋予前者权力去指挥后者的工作,是不可行的,或是非常罕见的。
另一方面,若没有这一担保,后者也不会置身于前者的指挥之下。” (Knight,
1921,p.

 

269-270)

0　 引言
 

本文在奈特意义的不确定性条件下考察内生权威问题,主要研究组织成员

的风险态度和认知水平对内生权威的影响。 现有的理论文献中,基于外生权威

假设的授权理论相对成熟,而内生权威的研究还处于草创阶段(Bolton
 

and
 

Dewatripont,2013;韩中元和管毅平,2014)。
权威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在组织中领导者做出指令,追随者服从执行。 内

生权威问题就是,权威何以产生,以及谁获得权威成为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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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ight(1921)认为,由于存在不确定性,人们对一项决定的后果并不完全知

晓。 在组织中,谁能承担决定的责任,谁就是领导者,他就拥有权威———做决定

或下命令。 在企业组织中,企业家承担风险,成为领导者。 以此为基础,Knight
(1921)探讨了企业利润的来源,发展了企业家理论和企业组织理论。 我们理

解,奈特意义的不确定性,主要是强调其不可度量性和难以被保险。 半个多世

纪之后,学者们所做的相关模型中,有的以主观概率来刻画不确定性,有的以概

率分布未知来刻画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的原因在于知识的不完全性,其特点是

不适合通过保险市场来保险。 而风险,是可度量的,看作是客观概率,并可以通

过保险市场来分散。
本文的主要动机是:依循 Knight(1921)有关不确定性与权威的思想,探索

内生权威问题的解决思路,尝试构建不确定性下的内生权威模型。 从经济学的

角度,我们把权威看作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进而把内生权威问题看作是内生

资源配置方式问题,或制度选择问题。 为简化问题,我们把内生权威问题限定

为组织结构选择问题。
据笔者所知,在奈特意义的不确定性条件下研究权威和组织结构问题,似

乎还没有正式的模型分析。 引入不确定性之后,权威和组织结构问题势必更加

复杂。 为简化,本文主要考虑两种组织结构:一种是等级制,由领导者和追随者

构成①;另一种是联合制,成员之间在决定权和收益权方面都是平等的。 等级制

中有领导者(权威),联合制中没有领导者。 所以,给出等级制的存在条件,也就

给出了权威(领导者)的存在条件。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内生权威问题属于内

生组织结构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我们探索出了一个解决思路。 考虑一个多阶段博弈②,参与

人首先选择组织结构———等级制还是联合制,然后在既定的组织结构下做决

策。 其中,参与人面临着奈特意义的不确定性,具有不完全知识。 不完全知识

是指,参与人通过某一认知水平的认知活动,以某一概率获得对或然事件的估

计或判断。 这一估计或判断,可以看作是参与人对或然事件的一个主观概率分

布。 参与人根据这一主观概率采用期望效用理论决策。 同时,如果参与人没有

获得对或然事件的估计,也就是说参与人完全不知道或然事件的概率分布,那
么参与人采用最大最小规则(maxmin

 

rule)决策。 最大最小规则是说,对每一个

备选行动都做最坏的打算,然后在其中选择一个最好的行动。 通过逆向归纳方

法求解这个多阶段博弈可以得到:在什么条件下等级制是均衡的组织结构,在

822

①

②

这里的“领导者和追随者”不是概念术语意义的,而是用来定义等级制的,或作为等级制的构件。
所以本文没有介绍关于领导者(Leadership)这一支文献。

详见本文第 2 节图 1 时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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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条件下联合制是均衡的组织结构,以及等级制均衡中谁获得权威成为了领

导者。
根据上述解决思路,我们尝试构建了一个多阶段非合作博弈模型,来分析

风险态度和认知水平两个元素对内生权威的影响。 我们得到的答案是:(1)等
级制均衡要求参与人之间的风险态度和认知水平相差较大。 风险偏好者获得

权威成为领导者(企业家),风险规避者成为追随者。 认知水平较高的人获得权

威成为领导者(企业家),认知水平较低的人成为追随者。 (2)若参与人之间的

风险态度和认知水平相差较小,则均衡的组织结构是联合制,此时,没有权威。
近期的相关经验研究为 Knight(1921)关于企业家承担风险的观点提供了

证据:风险厌恶程度越低,越可能成为企业家(例如,Cramer
 

et
 

al. ,2002;Kan
 

and
 

Tsai,2006;Caliendo
 

et
 

al. ,2009;Dohmen
 

et
 

al. ,2011;Hvide
 

and
 

Panos,2014 等

等);与通常的被雇佣者相比,自我雇佣者的风险厌恶程度更低( Stewart
 

and
 

Roth,2001;Hartog
 

et
 

al. ,2002;Fairlie,2002;Francis
 

and
 

Demiralp,2006 等等);新
生企业家往往具有过度自信的特征(例如,Koellinger

 

et
 

al. ,2007)。 过度自信

是指在更大程度上相信自己的主观估计,这与本文的认知水平参数是对应的。
因为,认知水平参数越大,意味着获得主观估计的可能性越大,也即越自信。 此

外,Di
 

Mauro
 

and
 

Musumeci(2011)从工作收入的变动性角度的经验研究发现,
固定收入者更可能是风险厌恶的。 Caliendo

 

et
 

al. (2010)和 Hvide
 

and
 

Panos
(2014)等还考察了风险态度与企业家存活率的关系,他们发现风险偏好程度过

高显著降低企业家的存活率。 这些经验证据间接支持了本文的基本结论。 但

是,关于内生组织结构(等级制还是联合制)的证据并不是直接的。
本文的模型方法利用了前人学者所发展的模块。 我们借鉴了 Aghion

 

and
 

Tirole(1997)和 Tirole(2009)有关信息搜集和认知的模型,用来刻画不完全知

识;借鉴了 Bewley(2002)和 Gilboa
 

et
 

al. (2010)发展的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

理论;还参考了 Hart
 

and
 

Moore(2005)关于组织结构的描述。 虽然韩中元和管

毅平(2014)与本文具有相似的结构,但是所关注的主题和模型的具体构建方面

都有重要不同。
本文可能的理论贡献是:(1)在如何把 Knight(1921)有关不确定性与权威

的思想形式化方面,我们进行了初步的尝试。 (2)首次在奈特意义的不确定性

环境下,为内生权威问题或组织结构的选择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思路,并构建

了一个正式模型。
文章结构如下:第 1 节是相关文献的简要考察与讨论;第 2 节是基本模型;

第 3 节分析均衡的权威与组织结构;最后是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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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文献

主要有三方面的文献与本文相关:企业的企业家理论、组织中的权威理论

和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理论。

1.1　 企业的企业家理论

关于企业家理论,在思想史上可以追溯到 Cantillon(1755)和 Knight(1921)
的论著。 Cantillon(1755)认为企业家是按照确定的价格买进,而按照不确定的

价格卖出,从而跨期或跨域的实现套利。 企业家属于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做决策

的人。 Knight(1921)的问题是:在竞争条件下利润何以可能? 他证明,利润存在

的必要条件是不确定性。 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下,自信(相信自己的估计和判断)
或勇于冒险(风险偏好)的人承担风险,并保证犹豫不决者或怯懦者能得到一笔

既定的收入。 进而承担决策风险的人获得权威,成为领导者,成为企业家;获得

确定收入的人愿意服从,成为追随者,成为员工。 从组织的角度看,企业家是通

过“企业”这一装置来应对不确定性的,其特点是利用权威配置资源。 在这个意

义上,Knight(1921)也回答了企业存在的原因①。 进一步,Knight(1921)还发展

了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企业组织理论。
 

承继 Knight(1921)的思想,Kihlstrom
 

and
 

Laffont(1979)在一般均衡框架下

提出了企业的企业家理论。 他们在“概率分布已知(或风险是客观的)”和“不
存在保险市场”两个假设下得到结论:风险规避者选择做工人,风险偏好者选择

做企业家。 然而,“概率分布已知”与“不存在保险市场”两个假设是矛盾的。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Newman(2007)在相同框架下考察了存在保险市场的情形,
试图通过引入道德风险问题来阻止完全保险,并假设人们越富有,越偏好风险。
结果却发现,工人比企业家更富有,这在经验上似乎是没有道理的。 笔者认为,
之所以产生上述问题,是因为 Kihlstrom

 

and
 

Laffont(1979)和 Newman(2007)等
人的形式化工作,没有区分不确定性和风险。 与他们不同,本文依循 Knight
(1921)所强调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区别———把风险看作是客观的概率分布,把
不确定性看作是主观的概率分布或概率分布未知———的思想,通过引入不确定

性,以保证不存在保险市场,进而考察承担风险是否可以解释企业家(领导者)
的出现。 此外,他们的研究框架主要是分析职业选择问题———工人还是企业

家,并没有聚焦分析组织结构的选择问题以及在此意义上的内生权威问题。 这

032

① 关于企业性质问题,Coase(1937)认为 Knight(1921)似乎没有说明价格机制被替代的原因。 笔者

的态度是,Coase(1937)和 Knight(1921)的思想,实际上并不存在严重的分歧,应该努力使之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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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本文与他们的一个根本区别。
此外,承继 Cantillon(1755)和 Knight(1921)的思想,关于企业家理论有许

多非形式化的发展。 综述性的文献有 Casson ( 1990), Shane ( 2000, 2003),
Westhead

 

and
 

Wright(2000)等等。 Casson(2005)简述了这一理论传统,并试图

使之纳入企业理论之中。 Casson(2005)强调企业家的判断力和对风险的主观

感知,他认为企业家的本质特征是专业化于审慎地决策 ( specialistion
 

in
 

judgemental
 

decision-making),企业家通过搜集和处理信息形成关于盈利机会

的判断,企业家不能出售关于盈利机会的想法( ideas),需要实施想法,并承担

责任。 Casson(2005)认为企业家并不一定要创立新的企业,也可以通过企业

内部继任,或者通过外部接管。 只要是处于专业化审慎决策的角色,就是企

业家。
关于企业的企业家理论,国内学者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张维迎(1995)和杨

其静(2003)等。 张维迎(1995)试图内生委托人。 在标准的委托代理理论中,委
托人和代理人的设置是外生的。 针对这一外生假定,张维迎提出质疑:谁应该

是委托人? 谁应该是代理人? 为什么资本雇佣劳动? 为了内生委托人,他首先

从剩余分享的角度把委托人定义为承担责任的人,然后通过两阶段博弈来求解

这一问题。 第一阶段采用合作博弈决定剩余分享或责任分担合约;第二阶段是

在给定的合约下采用非合作博弈求解参与人的努力程度。 结果发现,具有生产

和监督优势的人成为委托人,对风险的偏好也利于成为委托人。
然而,张维迎对委托人的定义侧重对责任的承担或剩余的分享,没有在模

型中具体刻画委托人的权威。 在这个意义上,张维迎(1995)并没有完全解答内

生权威问题。 此外,张维迎也借鉴了 Knight(1921)关于不确定性的思想。 他对

不确定性的理解是,由于决策的道德风险问题,或然事件的概率分布是内生的,
从而不能保险,在这个意义上区别于风险。 这与我们对奈特意义的不确定性的

刻画———主观概率或概率分布未知———有所不同。
杨其静(2003)也质疑关于委托人的通常设置———假设外部投资者是委托

人,经理或企业家是代理人。 但他并没有试图内生委托人,而是直接考虑企业

家是委托人的情形,发展了企业家如何创业的企业家理论。 这一理论,实际上

是企业家的融资理论。 杨其静(2003)侧重于企业家的创业融资问题。 但是,正
如 Casson(2005)所说,企业家并不一定是创业者,企业家的特征在于基于判断

作出决策,并且在判断能力方面更为专业化。 相似地,考虑企业的性质问题,就
是给出企业存在的条件,或者给出“若某一条件不满足,则企业就不存在”。 而

不必从企业的创始开始,或者说,不必从企业如何产生的角度来解答企业的性

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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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组织中的权威理论

关于组织中的权威理论,Bolton
 

and
 

Dewatripont(2013)较为全面而清晰地

梳理了相关文献。 但是,他们并没有明确地区分外生权威和内生权威问题。
在内生权威理论方面,主要有 Simon ( 1951)、Bolton

 

and
 

Rajan ( 2003)、
Dessein(2007)、Van

 

den
 

Steen(2010)、韩中元和管毅平(2014)等学者的研究。
其中 Bolton

 

and
 

Rajan(2003)在重复博弈的框架下把雇佣合约看作是长期关系

合约,推进了内生权威问题(见 Bolton
 

and
 

Dewatripont,2005:Ch. 12)。 他们证明

权威源于雇主的信息优势,以及雇员对雇主的信任。 这里的信任是指,雇员相

信雇主会在下一期补偿上一期的额外成本(例如发奖金)。 此外,交易频率越

高,更可能采取雇佣合约。 Dessein(2007)通过比较多数制决定规则和权威决定

规则,得到了权威决定规则作为最优决策规则的条件。 韩中元和管毅平(2014)
证明在一般情况下权威存在的必要条件是交流成本大于零。

与本文相近的是 Simon(1951)和 Van
 

den
 

Steen(2010)的工作,他们考虑了

不确定性对内生权威的影响。 Simon(1951)所考虑的不确定性不是奈特意义的

不确定性。 他假设或然事件的概率分布是已知的,但是不可证实,所以不能依

状态签约。 他发现,由于事前的不确定性,老板更愿意选择雇佣合约,使得事后

的决定更具有适应性。 这里雇佣合约就意味着老板对员工具有权威。 一般地,
权威均衡要求事前不确定性足够大,并且参与人事后利益分歧足够小。 他还发

现,对于偏离个人最优选择点较为敏感的一方获得权威。
Van

 

den
 

Steen(2010)用异质先验信念来解释(或模型化)奈特意义的不确

定性。 先验信念就是个人对未知概率的主观估计。 Van
 

den
 

Steen(2010)在异

质先验信念的假设基础上,给出了人际权威( interpersonal
 

authority)的均衡条

件。 他发现,权威的作用主要是协调异质先验信念。 就是说,拥有权威者可以

使他人服从,即使他人不认同权威者的决定(或者说,他人认为权威者的决定是

错误的)。 与 Van
 

den
 

Steen(2010)不同,我们从不完全知识的角度,综合主观概

率和概率分布未知两种方法来刻画不确定性,并且侧重考虑风险态度和认知水

平对内生权威的影响。
基于外生权威假设的理论文献主要是研究组织中的权威配置问题(例如,

Baker
 

et
 

al. ,1999;Dessein,2002;Li
 

and
 

Suen,2004 等)。 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可置

信授权问题,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最优权威配置问题(Bolton
 

and
 

Dewatripont,
2013)。 这方面的文献主要发轫于 Aghion

 

and
 

Tirole(1997)的开创性研究。

1.3　 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理论

在或然事件的概率分布已知的条件下,关于行为人如何进行决策的问题已

232



　
第 9 卷第 3 期

　
　 　 　 　 韩中元:

 

不确定性、风险态度与内生权威

　
　

经有比较成熟的理论方法———期望效用理论或贝叶斯决策理论。 在不确切知

道或然事件概率分布的条件下,行为人该如何决策呢? 或者说,如何模型化不

确定性下的决策行为呢? 正是这一难题,使得 Knight(1921)关于不确定性的思

想未能充分吸收到主流经济理论中。
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一些经济学者逐步发展了不确定性下的决策理论。 主

要是由 Schmeidler(1986,1989),Gilboa
 

and
 

Schmeidler(1989),Bewley(2002)和
Gilboa

 

et
 

al. (2010)等学者相互继承并发展的。
承继 Schmeidler(1986,1989)的研究,借助概率分布集的概念,Gilboa

 

and
 

Schmeidler(1989)以最大最小规则模型化了一个完备偏好关系;Bewley(2002)
以一致同意规则(unanimity

 

rule)模型化了一个非完备偏好关系;Gilboa
 

et
 

al.
(2010)进一步证明这两个模型是互补的。 他们运用二元关系定义了客观理性

(objectively
 

rational)和主观理性(subjectively
 

rational)。 客观理性是指决策者可

以使他人相信他的决定是正确的。 主观理性是指他人不能使决策者相信他的

决定是错误的。 他们证明,客观理性可以用一致同意规则代表;主观理性可以

用最大最小规则代表。 最后,他们证明了客观理性与主观理性是相通的和互补

的。 具体地,就是存在一个效用函数,分别在一致同意规则和最大最小规则下,
同时满足客观理性和主观理性的公理化规定。 在处理不确定性下的决策问题

时,本文主要借鉴了最大最小规则。

2　 基本模型

2.1　 基本假设

　 　 我们考虑两个人的简单情形,参与人集合 N= 1,2{ } 。 参与人可以形成一个

团队,也可以作为独立的个人。 参与人 i∈N 拥有资产 Ai
①,i= 1,2。 参与人通过

使用资产获得收益。 由于存在不确定性,利用资产获得的收益也是不确定的。
为简化分析,假设影响资产 Ai 的或然事件为 si ∈Si ≡ 0,1{ } 。 我们知道或然事

件是定义在自然状态上的。 代表或然事件的随机变量 si 是自然状态 ω∈Ω 的

函数,即 si:Ω→Si。 其中 Ω 是样本空间。 我们假设 si = 0 的概率为 pi >0. 5。 并

假设随机变量 s1 与 s2 是独立的。 注意,这里的概率分布是客观的,但是参与人

并不一定(确切地)知道。 参与人 i 的行动为 xi∈X i≡ 0,1{ } 。 我们假设参与人

i 利用资产 Ai 获得的收益 bi 取决于或然事件和行动,即

bi = bi xi,si( ) =
1, xi = si
0, xi ≠s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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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当参与人的行动恰好应对了相关的或然事件时,获得收益;否则就没有

收益。 这里,我们假设收益为货币收益。
认知水平与不完全知识。 我们假设参与人是具有不完全知识的。 就是说,

参与人并不确切知道自然状态的概率分布。 参与人可以通过认知活动,搜集并

加工处理相关信息,获得对自然状态概率分布的估计或判断,进而得到对或然

事件 s1 与 s2 概率分布的估计。 假设参与人 i 的认知水平为 ei∈ 0,1[ ] ,以 ei 的
概率获得对自然状态的概率分布的估计,以 1-ei 的概率对自然状态的概率分布

一无所知。 由于我们主要关心或然事件的概率分布,我们假设当参与人 i 获知

自然状态的概率分布估计时,他对或然事件 s1 与 s2 概率分布的估计分别为

p̂1 = pr s1 = 0( ) ,p̂2 = pr s2 = 0( ) 。 这里 p̂1,p̂2 为主观概率,就是说,参与人 i 获得的

估计在事前是不可证实的,不能说服他人相信这一估计。 进而,不确定性也是

不可保险的。
但是,我们假设这一主观估计在事后证明是正确的,即 p̂1 = p1,p̂2 = p2,或者

说,参与人能够获得正确的估计。 在这一假设基础上可知,当两个参与人都获

知自然状态的概率分布时,他们对或然事件概率分布的估计是一致的。 这里,
我们没有考虑异质先验信念问题。

在主观估计事后被证明是正确的意义上,认知水平参数 ei ∈ 0,1[ ] 刻画了

不完全知识。 ei = 0 表示参与人对或然事件的概率分布完全无知,ei = 1 表示参

与人对或然事件的概率分布具有完全知识。 这样,我们就从不完全知识的角度

刻画了参与人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或者不知道概率分布,或者获得对概率分

布的一个主观估计。
我们假设认知水平参数是相互知道(mutual

 

knowledge)的,但不可证实。
效用与风险态度。 参与人 i 的伯努利效用函数为 ui bi( ) ,u′i>0,u″i≤0,其绝

对风险规避系数为 βi≡-
u″i
u′i
。 为简化,我们假设绝对风险规避系数为常数,用来

衡量参与人的风险态度。 绝对风险规避系数 βi 越小,参与人 i 越偏好风险;βi

越大,参与人 i 越厌恶风险。
我们首先考察独立的个人如何在不确定性环境下做出决策,然后再考虑两

个人如何组成团队的问题。
不确定性环境下的决策。 参与人 i 通过认知活动,以 ei 的概率获得对自然

状态的概率分布的一个估计,此时采用期望效用理论决策;以 1-ei 的概率对自

然状态的概率分布一无所知,此时采用最大最小规则决策。 所谓最大最小规则

是指,针对每一个备选行动都对自然状态的概率分布做最坏的打算,然后在所

有备选行动中选择一个最优行动。 这里我们允许参与人 i 采取混合行动 qi ≡
pr xi = 0( ) 。 所以参与人 i 在不确定性下决策的期望效用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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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 ≡ eimax
qi

Epi
Eqi

ui ai +bi xi,si( )( ) + 1 -ei( ) max
qi

min
p∈Δ

EpEqi
ui ai +bi xi,si( )( )

(2)
其中,ai 是参与人 i 的初始财富;max

qi
Epi

Eqi
ui ai+bi xi,si( )( ) 是参与人 i 获知概率分

布 pi 时,进行期望效用最大化决策得到的效用①;max
qi

min
p∈Δ

EpEqi
ui ai+bi xi,si( )( ) 是

参与人一无所知时,采取最大最小规则进行决策得到的效用。 为了简化,我们

假设 Δ≡ 0,1[ ] 。 下面我们来求解期望效用值 Ui。
在获得知识的时候,参与人进行期望效用最大化决策为

max
qi

pi 1 -qi( ) + 1 -pi( ) qi( ) ui ai( ) + piqi + 1 -pi( ) 1 -qi( )( ) ui ai + 1( )

其中,piqi+ 1-pi( ) 1-qi( )
 

是“参与人的行动应对了或然事件”的概率,pi 1-qi( ) +

1-pi( ) qi 是没应对的概率。 求解得 q∗
i = 1,因为我们假设 pi>0. 5。

在没有知识的时候,参与人采用最大最小规则决策为

max
qi

min
p∈Δ

p 1 -qi( ) + 1 - p( ) qi( ) ui ai( ) + pqi + 1 - p( ) 1 -qi( )( ) ui ai + 1( )

求解得 q∗∗
i = 0. 5。

把 q∗
i = 1 和 q∗∗

i = 0. 5 分别代入式(2)各项,得到参与人 i 的期望效用值为

Ui = ei 1 -pi( ) ui ai( ) +piui ai + 1( )[ ] + 1 -ei( ) 0. 5ui ai( ) + 0. 5ui ai + 1( )[ ]

(3)
　 　 组织结构。 参与人自愿选择是否参与团队。 团队或者采取等级制,一个人

是领导者,另一个人是追随者;或者采取联合制,两个人具有平等的决策权和收

益权。 这里定义的联合制近似于现实中的合伙制。 在等级制中,追随者把资产

的使用权让渡给领导者,结果领导者根据这一资产使用权获得了权威,即他可

以决定每种资产如何使用。 同时,领导者需要担保追随者获得一个确定的收

入。 在联合制中,资产使用的收益归团队所有,而每个参与人都保留资产的使

用权,自己做决定如何使用。 成员根据平等原则分享团队的总收益。 在两个人

组成的团队中,收益一人一半。
如何组成团队呢? 如何选择组织结构呢?
时间安排。 考虑一个多阶段的两人博弈过程。 时间线如图 1 所示。
在时期 0,参与人在{参与,不参与}中选择是否参与团队。 只有当两人都

选择“参与”时,才进入下一阶段,否则保持现状。 我们把没有组成团队的两人

独立情形定义为现状。
在时期 1,参与人进行角色选择博弈。 在两人都选择“参与”之后,参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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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时间线

在{领导者,追随者}中选择角色:领导者还是追随者①。 我们令 L 代表领导者,
F 代表追随者。 不同的角色组合定义为不同的组织结构。 如果两个参与人都

选择当领导者,那么组织结构定义为联合制,记为 L,L( ) 。 这是因为每个人都不

愿意放弃决定权。 如果一个参与人选择当领导者,另一个参与人选择当追随

者,那么组织结构定义为等级制,记为 L,F( ) 或 F,L( ) 。 其中 L,F( ) 表示参与人

1 是领导者,2 是追随者; F,L( ) 表示参与人 2 是领导者,1 是追随者。 如果两个

参与人都选择当追随者,那么两人没有成功组成团队,作为独立的个人,记为

F,F( ) 。 我们也用 F,F( ) 表示现状。 当两个人组成等级制团队时,领导者需要

向追随者提供一个固定收入合约。 若追随者接受合约,则表示让渡其资产的使

用权,并进入下一阶段;若追随者拒绝合约,则退回时期 0,重新开始博弈。 这里

为了简化求解,假设重新开始的博弈不允许转移支付②,就是说,不允许领导者

提供工资合约。
在时期 2,参与人根据组织结构的决策规则,在不确定性条件下进行决策。
为了便于观察,我们把不同组织结构下,各参与人的期望效用值放入表格

中,见图 2。 其中,ULL
1 代表参与人 1 在联合制组织结构 L,L( ) 下的期望效用值,

该期望效用值取决于时期 2 的决策。 ULF
1 代表参与人 1 在等级制组织结构

　 　 　 　

图 2　 不同组织结构下各参与人的期望效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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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领导者和追随者的角色选择博弈,当扩展为多人情形时,就要利用老板函数或追随函数来描

述。 Shapley(1994)的手稿或
 

Hu(2000)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定义了一个老板函数(boss
 

function);Grabisch
 

and
 

Rusinowsk(2011)定义了一个追随者函数( follower
 

function)。
这里借鉴了博弈论中最后通牒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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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F( ) 下的期望效用值,UFF
1 代表参与人 1 作为独立个人时的期望效用值,其他

效用值以此类推。

2.2　 不同组织结构下的决策问题

下面依次考察各种组织结构在时期 2 的决策问题。

2.2.1　 等级制 L,F( ) 情形

在等级制 L,F( ) 情形下,参与人 1 是领导者,参与人 2 是追随者。 参与人 1
向参与人 2 提供一个固定收入合约 w21,同时,参与人 2 让渡其资产使用权。 在

下一节的均衡分析中,我们再考虑固定收入合约的均衡条件。
在这一情形,领导者拥有两种资产的使用权。 作为领导者的参与人 1 通过

认知活动,搜集并加工处理有关自然状态 ω∈Ω 的概率分布信息,以 e1 的概率

获得对自然状态概率分布的估计。 由于或然事件 s1 和 s2 是定义在自然状态上

的,所以参与人 1 可以获得对或然事件 s1 和 s2 概率分布的估计。 我们假设这

一估计与客观概率一致,即估计是正确的。 参与人 1 以 1-e1( ) 的概率对自然状

态的概率分布一无所知。
参与人 1 的收益是不确定的,为 a1 +b1 x1,s1( ) +b2 x2,s2( ) -w21。 其中 a1 为

参与人 1 的初始财富价值,b1 x1,s1( ) 是通过资产 1 获得的收益,b2 x2,s2( ) 是通

过资产 2 获得的收益,w21 是付给参与人 2 的固定收入。 参与人 2 的收益是确

定的,为 a2 +w21。 其中 a2 为参与人 2 的初始财富价值,w21 是由参与人 1 支付

的固定收入。 为避免讨论破产问题,我们假设参与人 1 的初始财富价值足够

大,即 a1 >w21。
综上,作为领导者的参与人 1 在不确定性下决策的期望效用值为

ULF
1 ≡ e1max

q1
max
q2

Ep1
Eq1

Ep2
Eq2

u1 a1 +b1 x1,s1( ) +b2 x2,s2( ) -w21( ) +

1 -e1( ) max
q1

min
p1∈Δ

max
q2

min
p2∈Δ

Ep1
Eq1

Ep2
Eq2

u1 a1 +b1 x1,s1( ) +b2 x2,s2( ) -w21( )

(4)
其中,第一项是参与人在获知自然状态的概率分布时,通过期望效用最大化决

策得到的期望效用值;第二项是参与人对自然状态的概率分布一无所知时,通
过最大最小规则进行决策得到的期望效用值。 注意,参与人 1 需要做关于两项

行动 x1 和 x2 的混合行动 q1 和 q2。 由于或然事件 s1 和 s2 是独立的,所以混合

行动 q1 和 q2 也是独立决策的。 与式(2)的求解相似,计算得:

ULF
1 = e1p1p2 + 1

4
1 -e1( )

é

ë
êê

ù

û
úú u1 a1 + 2 -w21( ) +

e1 p1 + p2 - 2p1p1( ) + 1
2

1 -e1( )
é

ë
êê

ù

û
úú u1 a1 + 1 -w21( ) +

e1 1 -p1( ) 1 -p2( ) + 1
4

1 -e1( )
é

ë
êê

ù

û
úú u1 a1 -w21(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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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式(5),我们可以发现,团队的总收益为 2、1 和 0 时的概率分别为

e1p1p2 + 1
4

1 -e1( ) ,　 e1 p1 + p2 - 2p1p1( ) + 1
2

1 -e1( ) ,

e1 1 -p1( ) 1 -p2( ) + 1
4

1 -e1( ) 。

参与人 1 的收益为,团队的总收益减去支付给参与人 2 的固定收入。
参与人 2 的期望效用值为

ULF
2 = u2 a2 +w21( ) (6)

2.2.2　 等级制 F,L( ) 情形

在等级制 F,L( ) 情形下,参与人 2 是领导者,参与人 1 是追随者。 参与人 2
向参与人 1 提供一个固定收入合约 w12,同时,参与人 1 让渡其资产使用权。

简言之,参与人 2 通过向参与人 1 提供确定的收入获得决策权,并承担不

确定性。 为避免讨论破产问题,我们假设参与人 2 的初始财富价值足够大,即
a2 >w12。 与 L,F( ) 情形相似的,参与人 1 和 2 的期望效用值分别为

UFL
1 ≡ u1 a1 +w12( ) , (7)

UFL
2 ≡ e2max

q1
max
q2

Ep1
Eq1

Ep2
Eq2

u2 a2 +b1 x1,s1( ) +b2 x2,s2( ) -w12( ) +

1 -e2( ) max
q1

min
p1∈Δ

max
q2

min
p2∈Δ

Ep1
Eq1

Ep2
Eq2

u2 a2 +b1 x1,s1( ) +b2 x2,s2( ) -w12( )

(8)
其中,作为领导者的参与人 2 需要做关于两项行动 x1 和 x2 的混合行动 q1 和

q2。 与式(2)的求解相似,计算得:

UFL
2 = e2p1p2 + 1

4
1 -e2( )

é

ë
êê

ù

û
úú u2 a2 + 2 -w12( ) +

e2 p1 + p2 - 2p1p1( ) + 1
2

1 -e2( )
é

ë
êê

ù

û
úú u2 a2 + 1 -w12( ) +

e2 1 -p1( ) 1 -p2( ) + 1
4

1 -e2( )
é

ë
êê

ù

û
úú u2 a2 -w12( ) (9)

观察式(9),我们可以发现,团队的总收益为 2、1 和 0 时的概率分别为 e2 p1 p2 +
1
4

1-e2( ) ,e2 p1 +p2 -2p1p1( ) + 1
2

1-e2( ) 和 e2 1-p1( ) 1-p2( ) + 1
4

1-e2( ) 。 参与人 2

的收益为,团队的总收益减去支付给参与人 1 的固定收入。

2.2.3　 联合制 L,L( ) 情形

在联合制 L,L( ) 情形下,参与人 1 和 2 具有平等的决策权和收益权。 团队

利用资产获得的总收益为 b1 x1,s1( ) +b2 x2,s2( ) 。 依据收益权平等原则,参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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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和 2 各获得团队的总收益的一半。 所以参与人 1 和 2 的收益分别为 yLL
1 ≡a1 +

1
2

b1 x1,s1( ) +b2 x2,s2( )( ) 和 yLL
2 ≡a2 + 1

2
b1 x1,s1( ) +b2 x2,s2( )( ) 。 其中,a1 和 a2

分别为参与人 1 和 2 的初始财富价值。
关于决策权的分配,依据平等原则,我们考虑了一个简单情形:参与人 1 和

2 分别拥有资产 a1 和 a2 的决策权。 参与人 1 和 2 的期望效用值分别为

ULL
1 ≡ e1max

q1
Ep1

Eq1
Ep2

Eq2
u1 yLL

1( ) + 1 -e1( ) max
q1

min
p1∈Δ

Ep1
Eq1

Ep2
Eq2

u1 yLL
1( )

(10)
ULL

2 ≡ e2max
q2

Ep1
Eq1

Ep2
Eq2

u2 yLL
2( ) + 1 -e2( ) max

q2
min
p2∈Δ

Ep1
Eq1

Ep2
Eq2

u2 yLL
2( )

(11)
　 　 这里我们假设参与人 1 与 2 关于认知水平 e1 和 e2 是相互知道的。

借鉴 Dewatripont
 

and
 

Tirole(2005)
 

关于执行性决定
 

( executive
 

decision-
making)和监督性决定

 

(supervisory
 

decision-making)的区分,本文假设参与人的

决策采用的是执行性决定,而不是监督性决定。 对于执行性决定,只有信息或

知识得到证实,也即被理解或说服,才能影响决定。 同时,为便于分析,我们假

设一方说服另一方的交流成本足够大,以至于无法交流成功,也即无法相互说

服对方。 由于参与人关于自然状态的知识是主观的,是不可证实的,又因为交

流成本足够大,所以不能通过相互交流说服各对方。 例如,假设参与人 1 获得

了关于自然状态的知识,而参与人 2 没有获得关于自然状态的知识。 由于关于

自然状态的知识不可证实,交流成本又足够大,参与人 1 不能说服参与人 2,使
之相信关于自然状态的概率分布是确知的;参与人 2 也不能说服参与人 1,使之

相信关于自然状态的概率分布是未知的。 求解式(10)和(11)可以得到

ULL
1 = π2u1 a1 + 1( ) +π1u1 a1 + 1

2( ) +π0u1 a1( ) (12)

ULL
2 = π2u2 a2 + 1( ) +π1u2 a2 + 1

2( ) +π0u2 a2( ) (13)

其中,团队的总收益为 0、1 和 2 的概率分别为

π0 ≡ e1e2 1 -p1( ) 1 -p2( ) + 1
2
e1 1 -e2( ) 1 -p1( ) + 1

2
e2 1 -e1( ) 1 -p2( ) +

1
4

1 -e1( ) 1 -e2( ) ,

π1 ≡ e1e2 p1 +p2 - 2p1p2( ) + 1
2
e1 1 -e2( ) + 1

2
e2 1 -e1( ) + 1

2
1 -e1( ) 1 -e2( ) ,

π2 ≡ e1e2p1p2 + 1
2
e1 1 -e2( ) p1 + 1

2
e2 1 -e1( ) p2 + 1

4
1 -e1( ) 1 -e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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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独立个人 F,F( ) 情形

在 F,F( ) 情形,两个参与人并没有组成团队,他们是独立的个人,每个人都

拥有独立的决策权和收益权。 所以由式(3)可以得到参与人 1 和 2 的期望效用

值分别为

UFF
1 = e1 1 -p1( ) + 1

2
1 -e1( )

é

ë
êê

ù

û
úú u1 a1( ) + e1p1 + 1

2
1 -e1( )

é

ë
êê

ù

û
úú u1 a1 + 1( )

(14)

UFF
2 = e2 1 -p2( ) + 1

2
1 -e2( )

é

ë
êê

ù

û
úú u2 a2( ) + e2p2 + 1

2
1 -e2( )

é

ë
êê

ù

û
úú u2 a2 + 1( )

(15)

其中,式(14)中的 e1 1-p1( ) + 1
2

1-e1( ) 和 e1p1 + 1
2

1-e1( ) 分别是参与人 1 收益为

0 和 1 时的概率。 式(15)类似。

2.3　 确定性等值

我们假设参与人 1 和 2 的绝对风险规避系数是常数,分别为 β1 和 β2。 根

据确定性等值 CE 的定义,随机收入 x 的期望效用 Eu x( ) =u CE( ) 。 如果效用函

数的绝对风险规避系数是常数,那么可以证明① CE≈Ex- 1
2
βσ2

x,其中 β 是绝对

风险规避系数;σ2
x 是随机收入的方差。 特别地,如果 x≥0,那么 Eu x( ) ≥u 0( ) ,

进而要求 CE≥0。 所以在利用近似表达时,要求风险规避系数 β 不能过大,即

要求 Ex- 1
2
βσ2

x≥0。

根据确定性等值的近似表达式,我们可以计算不同组织结构下参与人的确

定性等值。 在 L,F( ) 情形下,根据式(5)和(6)计算参与人 1 和 2 的确定性等值

分别为②

CELF
1 = 1 -e1 +e1p1 + e1p2 -w21 +a1 - 1

2
β1σ2

LF (16)

CELF
2 = a2 +w21 (17)

其中,σ2
LF 是参与人 1 在 L,F( ) 情形下的随机收入的方差。 计算得

σ2
LF = 1

2
1 -e1( ) +e1 1 -p1 -p2 + 2p1p2 -e1 1 -p1 -p2( ) 2( )

042

①
②

该证明见 Milgrom
 

and
 

Roberts(1992)第 7 章的数学附录。
以下计算的确定性等值实际为近似值,为简便,我们用的都是等号。 所以,要注意,我们将得到的

结论都是近似意义上的,并不具有数值上的精确性。 以下不再一一说明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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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F,L( ) 情形下根据式(7)和(9)计算参与人 1 和 2 的确定性等值分别为

CEFL
1 = a1 +w12 (18)

CEFL
2 = 1 -e2 +e2p1 + e2p2 -w12 +a2 - 1

2
β2σ2

FL (19)

其中,σ2
FL 是参与人 2 在 F,L( ) 情形下的随机收入的方差。 计算得

σ2
FL = 1

2
1 -e2( ) +e2 1 -p1 -p2 + 2p1p2 -e2 1 -p1 -p2( ) 2( ) 。

在 L,L( ) 情形下根据式(12)和(13)计算参与人 1 和 2 的确定性等值分别为

CELL
1 = π2 +π1

1
2

+a1 - 1
2
β1σ2

1LL (20)
 

CELL
2 = π2 +π1

1
2

+a2 - 1
2
β2σ2

2LL (21)

其中,σ2
1LL 和 σ2

2LL 是参与人 1 和 2 在 L,L( ) 情形下的随机收入的方差。 计算得

σ2
LL ≡ σ2

1LL = σ2
2LL = π2 1 -π2( ) + 1

4
π1 1 -π1( ) -π1π2。

在 F,F( ) 情形下根据式(14)和(15)计算参与人 1 和 2 的确定性等值分别为

CEFF
1 = e1p1 + 1

2
1 -e1( ) +a1 - 1

2
β1σ2

1FF (22)

CEFF
2 = e2p2 + 1

2
1 -e2( ) +a2 - 1

2
β2σ2

2FF (23)

其中,σ2
1FF 和 σ2

2FF 是参与人 1 和 2 在 F,F( ) 情形下的随机收入的方差。 计算得

σ2
1FF = 1

4
1 -e2

1( ) +e2
1p1 1 -p1( )

σ2
2FF = 1

4
1 -e2

2( ) +e2
2p2 1 -p2( )

3　 均衡的权威和组织结构

下面,我们来考虑均衡的权威和组织结构问题。 为了得到较为明确的均衡

条件,我们需要利用确定性等值分析。 我们把图 2 中的期望效用值替换为相应

的确定性等值(见图 3)。 我们知道,利用确定性等值分析与利用期望效用分析

是等价的。
我们首先考察不允许转移支付的情形,然后在此基础上再考察允许转移支

付的情形。 在不允许转移支付情形,即 w21 =w12 = 0 时,由式(17)、(18)、(20)和
(21),显然有 CELL

1 >CEFL
1 =a1 和 CELL

2 >CELF
2 =a2。 由于每种资产的收益可能是 0

或 1,无论收益的概率分布如何,无论参与人的风险态度如何,如果没有转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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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组织结构下各参与人的确定性等值

付,在边际上,获得一种资产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一定是会增加期望效用。 从确

定性等值的角度,这意味着 CELF
1 >CEFF

1 和 CEFL
2 >CEFF

2 一定成立。 观察图 3,参
与人 1 和 2 都拥有严格占优策略:领导者 L( ) 。 所以,在时期 1,如果不允许转移

支付,那么 L,L( ) 成为唯一的纳什均衡。 利用逆向归纳的思想,在时期 0,两个参

与人都会预期到下一阶段的唯一纳什均衡是 L,L( ) 。 所以,只有当 CELL
1 ≥CEFF

1

和 CELL
2 ≥CEFF

2 时,两个参与人才会都选择“参与”;否则,就会有参与人选择“不
参与”,保持现状,独立的个人情形 F,F( ) 成为纳什均衡。

在允许转移支付情形,在时期 1,领导者提供的工资合约要足够高,否则追

随者可以拒绝合约,退回时期 0,重新开始一个没有转移支付的博弈。 我们知

道,在没有转移支付情形的纳什均衡或者是 L,L( ) ,或者是 F,F( ) 。 当 CELL
1 ≥

CEFF
1 和 CELL

2 ≥CEFF
2 时①,如果两个参与人退回时期 0 重新开始博弈,那么参与人

1 和 2 的收益分别为 CELL
1 和 CELL

2 。 所以在第一轮的时期 1,如果 CELF
1 +CELF

2 ≥
CELL

1 +CELL
2 ,那么参与人 1 就可以提供足够高的工资合约 w21 使得 CELF

2 ≥CELL
2 ,

这意味着参与人 2 不会拒绝合约;同时又满足 CELF
1 ≥CELL

1 ,这意味着参与人 1
愿意提供工资合约。 此时,根据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的定义可以验证, L,F( ) 成

为一个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
当 CELL

1 <CEFF
1 或 CELL

2 <CEFF
2 时,如果两个参与人退回时期 0 重新开始博

弈,那么参与人 1 和 2 的收益分别为 CEFF
1 和 CEFF

2 。 所以,在第一轮的时期 1,
如果 CELF

1 +CELF
2 ≥CEFF

1 +CEFF
2 ,那么参与人 1 就可以提供足够高的工资合约 w21

使得 CELF
2 ≥CEFF

2 ,这意味着参与人 2 不会拒绝合约;同时又满足 CELF
1 >CEFF

1 ,这
意味着参与人 1 愿意提供工资合约。 此时,根据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的定义可

以验证, L,F( ) 成为一个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
同理,观察时间线(图 1),并结合确定性等值矩阵(图 3),我们可以得到其

他情形的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条件,概括如下。
命题 1:

 

(1)
 

等级制 L,F( ) 的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条件为

242

① 这里,确定性等值的记号都是取在没有转移支付情形的数值,即 w21 = w12 = 0。 下文如不加说明,
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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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F
1 +CELF

2 ≥CELL
1 +CELL

2 ,如果 CELL
1 ≥CEFF

1 和 CELL
2 ≥CEFF

2 ;或者

CELF
1 +CELF

2 ≥CEFF
1 +CEFF

2 ,如果 CELL
1 <CEFF

1 或者 CELL
2 <CEFF

2 。
(2)

 

等级制 F,L( ) 的纳什均衡条件为

CEFL
1 +CEFL

2 ≥CELL
1 +CELL

2 ,如果 CELL
1 ≥CEFF

1 和 CELL
2 ≥CEFF

2 ;或者

CEFL
1 +CEFL

2 ≥CEFF
1 +CEFF

2 ,如果 CELL
1 <CEFF

1 或者 CELL
2 <CEFF

2 。
(3)

 

联合制 L,L( ) 的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条件为

CELL
1 ≥CEFF

1 ,CELL
2 ≥CEFF

2 ,并且

CELL
1 +CELL

2 ≥CEFL
1 +CEFL

2 ,并且

CELL
1 +CELL

2 ≥CELF
1 +CELF

2 。
(4)

 

独立情形 F,F( ) 的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条件为

或者 CELL
1 <CEFF

1 ,或者 CELL
2 <CEFF

2 ,并且没有等级制均衡。
说明:

 

命题 1 并没有给出均衡条件的显式解,主要的原因是模型参数较多。
我们将在两种简化情形下,给出均衡条件的显式解。

3.1　 风险态度与权威

下面我们在 e1 = e2 = e∈ 0,1[ ] ,p1 = p2 = p> 1
2
的简化情形下,集中考察风险态

度对均衡组织结构的影响。 此时,由式(20) ~ (23)得

CELL
1 = ep + 1

2
1 - e( ) +a1 - 1

2
β1σ2

LL (24)

CELL
2 = ep + 1

2
1 - e( ) +a2 - 1

2
β2σ2

LL (25)

CEFF
1 = ep + 1

2
1 - e( ) +a1 - 1

2
β1σ2

FF (26)

CEFF
2 = ep + 1

2
1 - e( ) +a2 - 1

2
β2σ2

FF (27)

其中

σ2
LL = π2 -π2

2 + 1
4
π1 - 1

4
π2

1 -π1π2

σ2
FF = σ2

1FF = σ2
2FF = e2p 1 - p( ) + 1 -e2( )

1
4

π1 = 2 e2p 1 - p( ) + 1 -e2( )
1
4( )

π2 = ep + 1
2

1 - e(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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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 Δ1≡σ2
LL-σ2

FF =π2 -π2
2 - 1

4
π1 - 1

4
π2

1 -π1π2。 计算 Δ1 在 e = 0 和 e = 1 时

分别为 Δ1 | e= 0 = - 1
8

和 Δ1 | e= 1 = - 1
2
p 1-p( ) 。 计算 Δ1 对 e 的导数为

∂Δ1

∂e
=

e 2p-1( ) +2e3p 1-p( ) +12e2p2 1-e( ) +ep2 1-e2( ) +e2p 1-ep( ) +8e2p+ 1
2
e2 + 3

4
。

显然,
∂Δ1

∂e
>0,所以,对于 e∈ 0,1[ ] ,Δ1 <0,即 σ2

LL <σ2
FF。 所以比较式(24) ~

(27)得 CELL
1 ≥CEFF

1 和 CELL
2 ≥CEFF

2 。 当 β1,β2 >0 时,CELL
1 >CEFF

1 和 CELL
2 >CEFF

2 ,
则此时没有 F,F( ) 均衡。

计算可以得到 σ2
LF =σ2

FL = 1
2

+ 1
2
e-2ep+2ep2 -e2 +4e2p+4e2p2。 定义并计算得

Δ2 ≡ 1
2
σ2

LF -σ2
FF = e 1 - e( ) p - 1

2( )
2

+ 4e2p2 ≥ 0

所以 σ2
LF =σ2

FL≥2σ2
FF。 又因为 σ2

FF>σ2
LL,所以 σ2

LF =σ2
FL>2σ2

LL。
根据命题 1,此时,等级制 L,F( ) 的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条件为 CELF

1 +CELF
2 ≥

CELL
1 +CELL

2 ,代入式(16)、(17)、(24)和(25),均衡等价于

β1 ≤
σ2

LL

σ2
LF -σ2

LL

β2

由于 σ2
LF>2σ2

LL,所以一定有 β1 < β2。
同理,等级制 F,L( ) 的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条件为

β2 ≤
σ2

LL

σ2
FL -σ2

LL

β1

由于 σ2
FL>2σ2

LL,所以一定有 β2 < β1。 由此可见,等级制 L,F( ) 和 F,L( ) 不能同时

满足均衡条件。
利用命题 1 可得,联合制 L,L( ) 的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条件为

σ2
LL

σ2
LF -σ2

LL

β2 ≤β1 ≤
σ2

FL -σ2
LL

σ2
LL

β2

　 　 观察以上各组织结构的均衡条件,容易验证,均衡的组织结构一定是有效

率的;当不等式严格时,均衡是唯一的。 综上,我们得到如下命题 2 和命题 3。

命题 2:
 

当 e1 = e2 = e∈ 0,1[ ] ,p1 = p2 = p> 1
2
,β1 >0,β2 >0 时,(1)没有独立情

形 F,F( ) 均衡;(2)等级制 L,F( ) 的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条件为 β1 ≤
σ2

LL

σ2
LF-σ2

LL

β2,

等级制 F,L( ) 的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条件为 β2 ≤
σ2

LL

σ2
FL-σ2

LL

β1; ( 3) 联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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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 的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条件为
σ2

LL

σ2
LF-σ2

LL

β2 ≤β1 ≤
σ2

FL-σ2
LL

σ2
LL

β2。 当不等式严

格不等时,均衡是唯一的。
命题 2 的前两部分说明,等级制均衡要求参与人之间的风险态度差别足够

大。 其中风险偏好者成为领导者,风险厌恶者成为追随者。 这恰好与 Knight
(1921)关于内生权威问题的答案一致,即风险偏好者通过为风险厌恶者提供确

定的收入,获得对后者的权威,这里的权威是关于资产如何使用的决策权。 命

题 2 的后一部分说明,联合制均衡要求参与人之间的风险态度差别足够小。 由

于参与人之间的风险态度差别不大,没有人愿意为另一方担保一个确定的收

入。 此时,两个参与人组成联合制的团队,通过平分团队的总收益,分担了不确

定性。 这种情况类似于现实中的合伙制,两个人共同经营,共同分担责任,只是

在决策权方面,合伙制中的参与人未必是独立决策的,可能需要一致同意。 合

伙制企业比较盛行的行业有,风险投资公司、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等等。
联合制均衡也可以解释两个企业交叉持股的现象,两个企业相对独立经营(具
有独立的决策权),而经营收益是相互分享的。

针对命题 2,可以考察认知水平变化对纳什均衡条件的影响。 计算可得:
∂σ2

LL

∂e
>0;当 e≥ 1

4
时,

∂σ2
LF

∂e
=

∂σ2
FL

∂e
<0。 所以,当 e≥ 1

4
时,

σ2
LL

σ2
LF-σ2

LL

是 e 的增函数,

σ2
FL-σ2

LL

σ2
LL

是 e 的减函数。 所以,由命题 2 可得推论如下。

推论 1:
 

当 e≥ 1
4

时,若认知水平变大,则联合制的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条

件将变窄;而等级制的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条件将放松。
推论 1 说明,认知水平变大时,只有当参与人之间风险态度差别更小时,联

合制才能成为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 相对应的,当认知水平变大时,只要存在

较小的风险态度差别,等级制就可以成为均衡。

命题 3:
 

当 e1 = e2 = e∈ 0,1[ ] ,p1 = p2 = p> 1
2
,β1 >0,β2 >0 时,均衡组织结构是

有效率的。
命题 3 说明,在认知水平和项目特性对称时,均衡的组织结构就是有效率

的组织结构。 需要注意的是,在一般情形这一结论未必成立。 这里,主要的原

因是当 e1 = e2 = e∈ 0,1[ ] ,p1 = p2 = p,β1 >0,β2 >0 时,没有 F,F( ) 均衡。 在更一般

的情形下,如果 F,F( ) 均衡存在,不能保证均衡一定是有效率的。

3.2　 认知水平与权威

下面我们简单考察一下 β1 = β2 = 0 情形,即参与人都是风险中性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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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不需要考虑方差问题。 各组织结构下的确定性等值等于相应的期望收

益。 计算没有转移支付条件下(w12 =w21 = 0)的期望收益依次如下。
在 L,F( ) 情形,ELF

1 = 1-e1 +e1p1 +e1p2 +a1,ELF
2 =a2。

在 F,L( ) 情形,EFL
1 =a1,EFL

2 = 1-e2 +e2p1 +e2p2 +a2。

在 L,L( ) 情形,ELL
1 =ELL

2 =π2 +π1
1
2

+a1。

在 F,F( ) 情形,EFF
1 = e1p1 + 1

2
1-e1( ) +a1,EFF

2 = e2p2 + 1
2

1-e2( ) +a2。

容易证明 ELL
1 = ELL

2 = 1
2

EFF
1 +EFF

2( ) 。 显然,当 EFF
1 >EFF

2 时,EFF
1 >ELL

1 。 所以,

根据命题 1 可知,此时没有联合制 L,L( ) 均衡。 其中,

EFF
1 > EFF

2 ⇔ e1 p1 - 1
2( ) > e2 p2 - 1

2( )
此时,等级制 L,F( ) 均衡的条件为 ELF

1 +ELF
2 ≥EFF

1 +EFF
2 ,等价于 e1 ≥e2。 等级制

F,L( ) 均衡的条件为 EFL
1 +EFL

2 ≥EFF
1 +EFF

2 ,等价于 e2 ≥e1。 当不等式严格时,均衡

是唯一的,并且没有 F,F( ) 均衡。
同理,当 EFF

1 <EFF
2 时,等级制 L,F( ) 均衡的条件仍然为 e1 ≥ e2;等级制

F,L( ) 均衡的条件为 e2≥e1。

当 EFF
1 =EFF

2 ⇔ e1 p1 - 1
2( ) = e2 p2 - 1

2( ) 时,根据命题 1,可得等级制 L,F( ) 均

衡的条件仍然为 e1≥e2;等级制 F,L( ) 均衡的条件为 e2 ≥e1。 综上,概括为命题

4 如下。
命题 4:

 

当参与人都是风险中性时,等级制 L,F( ) 的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条

件为 e1≥e2;等级制 F,L( ) 的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条件为 e2 ≥e1。 特别地,当不

等式严格时,均衡是唯一的。①

命题 4 的结论非常直观:如果参与人都是风险中性的,那么谁的认知水平

高,谁就是领导者。 就是说,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下,认知水平较高的参与人,能
够有效地应对不确定性,从而在团队中获得权威,成为领导者。 这也符合常识:
领导者往往具有远见卓识。

需要强调的是,参与人通过认知活动所获知的概率分布是主观估计。 假设

642

① 命题 4 是在假设参与人风险中性这一较为特殊的情形下得到的。 在参与人具有更一般的风险态

度下,通过数值例子可以得到更一般的结果:当参与人风险态度相同时,给定风险规避系数,只要参与人

的认知水平差异足够大,等级制就可能成为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 特别地,如果参与人非常偏好风险,那
么即使参与人没有认知水平差异,等级制也可以成为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 为节省篇幅,数值例子略去。
感兴趣的读者详见笔者学位论文《组织中的内生权威理论:一个经济学的初步探索》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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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估计的概率分布与客观估计的概率分布相同,所以认知水平的高低也可以

衡量知识的不完全性。 如果主观概率不等于客观概率,那么认知水平参数的高

低也可以理解为参与人的自信程度,并且较高的认知水平参数,将意味着过度

自信。 在这种情况下,命题 4 将意味着,领导者或企业家往往过度自信,这与

Koellinger
 

et
 

al. (2007)的经验发现具有一致性。
另外,容易验证,此时的均衡组织结构也是有效率的。

4　 结语

本文在奈特意义的不确定性环境下,为内生权威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思

路,并构造了一个正式模型,主要探讨了风险态度和认知水平两个元素对内生

权威的影响。 我们的主要结论是:团队成员间的风险态度差别越大,该团队越

可能形成等级制结构,其中风险偏好者成为领导者,风险规避者成为追随者;如
果团队成员间的风险差别不大,则该团队更可能形成平等的结构,成员平等地

享有决策权和收益权;团队成员的认知水平差别越大,该团队越可能形成等级

制,认知水平高的成为领导者,认知水平低的成为追随者;如果认知水平相差不

大,则该团队更可能形成平等的结构。
本文把内生权威问题看作是内生组织结构问题。 特别地,我们的思路是在

非合作博弈框架下求解组织结构的均衡条件,与比较组织结构相对效率的思路

不同(例如,Hart
 

and
 

Moore,2005)。
本文的局限及可能的进一步研究方向。 首先,我们假设认知水平是外生

的,人们认知活动的努力程度会影响其认知水平,如何内生认知水平呢? 其次,
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设或然事件 s1 与 s2 是相互独立的,如果或然事件相关,
是否会影响内生权威问题呢? 再次,关于联合制情形,我们依据平等原则,采用

一个比较特殊的决策权和收益权的分享规则,而忽略了基于平等原则的其他分

享规则。 最后,我们假设参与人所获知的主观概率在事后证明是正确的,如果

假设主观概率在事后证明是高估了或低估了,将会有什么结果呢? 这些问题都

可以作为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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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s
 

a
 

formal
 

model
 

for
 

the
 

issues
 

of
 

endogenous
 

authority.
 

We
 

proved
 

that
 

the
 

greater
 

difference
 

in
 

risk
 

attitude
 

between
 

the
 

team
 

members,
 

the
 

more
 

likely
 

the
 

team
 

would
 

form
 

a
 

hierarchical
 

structure
 

in
 

which
 

the
 

risk-taker
 

becomes
 

the
 

leader
 

and
 

the
 

risk-averter
 

becomes
 

the
 

follower.
 

Meanwhile,
 

the
 

greater
 

difference
 

in
 

cognitive
 

level
 

between
 

the
 

team
 

members,
 

the
 

more
 

likely
 

the
 

team
 

would
 

form
 

a
 

hierarchical
 

structure
 

in
 

which
 

the
 

member
 

with
 

higher
 

cognitive
 

level
 

becomes
 

the
 

leader,
 

and
 

the
 

member
 

with
 

lower
 

cognitive
 

level
 

becomes
 

the
 

follower.
 

JEL
 

Classification　 D23,
 

L22,
 

L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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